
石仲泉， 1938 年 5 月
生，湖北红安人。曾任中

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参

加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

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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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访谈录

采访组：您一直提倡“走走党史”，从

考察中央苏区开始基本走完了长征路。请

谈谈一路走来的感悟。

石仲泉：“走走党史”是我调到原中央

党史研究室后提倡的。那时胡乔木提出党

史编写要有生动的场景描写，把历史过程

写生动，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一要求

做到很难，原因之一是党史工作者缺乏对

党史的实际体验。我逐渐萌生了这样的理

念：党史工作者应有一个由概念党史经过

体验党史，形成形象党史，再来叙述和理

论党史的过程；党史工作者要搞好党史的

研究和写作，应尽量走出书斋，去感受和

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现场，努力掌握第一

手材料。一般地说，经历了一番体验而写

的党史、军史、革命史，不会是文山会

海，而是有具体材料、生动情节的；不会

是概念化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不会是干

巴的，而是鲜活的，让人喜闻乐见的。

为什么“走走党史”要从走长征路开

始？这和我的长征情结有关。在中学时

代，就爱听老师讲长征故事。在研究生期

间，当看了 《长征组歌》 演出，对红军长

征异常神往。我没想到后来会在党史部门

工作，将来会走长征路。既然研究党史，

而且有了“走走党史”的想法，就有了怎

么走的问题。如果说青年时代对长征的向

往是感性的，那么研究党史以后，对长征

的理性认识就对我“走走党史”从何走起

的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史

上和世界战争史上创造的一个奇迹，是百

年党史最惊心动魄、最精彩感人的篇章。

红军长征是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空前考

验。这段历史不能忘却，还应大书特书，

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因此，在当年

“走走党史”时，我决定首先要走走长

征路。

在 2003年至 2005年间，基本走完了中

央红军长征路，还有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

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长征路段。

2013年还专门考察了西路军血战河西的悲

壮历程。这样，我就基本实地考察了红军

长征全过程。由此在宏观上构建起了比较

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对长征历史

和长征精神有了许多在“书斋”里不可能

得到的新认知。

采访组：您曾讲述过党史上的三次

“重要对谈”，并由此谈到“两个务必”思

想的提出。请您谈一谈具体情况。

石仲泉：这是党的建设的一段重要佳

话。我在 2010年发表的 《毛泽东与马克思

主义政党建设》 一文中，形成三次“重要

对谈”的认识。提出三个“对谈”概念，

则是在 2013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

研之后。总书记到西柏坡考察时指出：所

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深刻领会“两个

务必”，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

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

“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受此

启发，我写了篇 《“两个务必”与“三个

对谈”》 时评，将毛泽东与郭沫若关于

《甲申三百年祭》信函往来的笔谈称作“甲

申对”，与此前的“窑洞对”“赶考对”，合

称为三个“对谈”。

先讲“甲申对”。20 世纪 40 年代，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进

入重要历史关头，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重庆的郭沫若应中

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 《新华日报》 和 《群

众》 杂志之约，撰写了纪念大明王朝和大

顺王朝灭亡 300 年的文章 《甲申三百年

祭》，于 1944年 3月发表。郭文着重论述了

300 年前的甲申年，艰辛奋战 18 个春秋打

天下的李自成农民军在攻陷北京城灭亡大

明王朝后，花天酒地，沉沦享乐，结果坐

天下不到一个半月就仓惶离京，败逃南

去，刚刚宣告成立的大顺王朝灰飞烟灭。

文章发表时，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后

期。毛泽东在 4月对整风运动作总结的《学

习和时局》 中说：我们党历史上曾经有过

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

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

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

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

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一个星期后，延

安 《解放日报》 全文转载 《甲申三百年

祭》，将它作为整风文献推荐全党干部学

习。这年 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

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再函郭沫若，感

谢此前郭沫若来信对党的抗战路线和延安成

为民主圣地的夸奖。他写道：大示读悉。奖

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你的《甲申三百年

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

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

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

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

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

时示知。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我

将其称之为“甲申对”。

再谈谈“窑洞对”。1945年 7月初，党

的七大闭幕 20天后，代表中间势力的国民

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

左舜生、章伯钧等 6 人从重庆飞抵延安访

问。他们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和光华农场，

会见了丁玲、陈毅、范文澜等朋友，考察

了延安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

治理和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感受到延

安由最初 2000 人发展到 5 万人的巨大变

化。其间，毛泽东同黄炎培有一次长谈。

毛主席问他访问后有何感想？黄炎培说，

我生 60 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

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

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

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

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

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

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

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

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

“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稍作思考后明确

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

“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

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

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次著

名对谈，史称“窑洞对”。

毛泽东为什么明确回答中国共产党能

跳出“周期率”呢？一是我们党的先进性

使然，就是坚持党的初心，初心变恒心，

就有这个可能；二是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

对党的建设所发生的决定性影响，特别是

党的七大表现的高度民主活泼氛围和团结

友爱真情，使毛主席很受感动。一些犯过

错误的领导同志主动作自我批评，博古的

发言还博得大会热烈鼓掌。最后选举中央

委员会，毛主席多次讲话，要选几位犯了

错误的同志，包括王明。许多代表想不

通，毛主席让各代表团做工作。在唱票

时，直听到王明的得票超过半数，他才离

开会场。七大这样广泛地大团结，获得空

前成功。所以，毛主席回答黄炎培的“周

期率”问题，信心满满地说：我们找到了

能跳出“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甲申对”和他与

黄炎培的“窑洞对”，实际上是一个主题，

即如何防治腐败，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甲申对”深刻揭示了李自成大顺

农民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李自成农民军

打天下 18年，坐天下 42天，是“其兴也勃

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典型表

现。李自成农民军为什么灭亡得这样快？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骄傲腐败。共产党的成

分也有很多农民，黄炎培在延安考察后对

共产党佩服，但仍然担心能否跳出“周期

率”。黄炎培提出问题是善意的，毛泽东充

满底气的回答令他信服。他在回重庆后写

的《延安归来》中说：“我认为中共朋友最

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

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

是无限的。”正因为他相信共产党能跳出

“周期率”，这也是他后来参加新政协，并

在新中国成立后应邀出任政务院副总理的

一个重要考量。

毛泽东关于“赶考对”与“两个务

必”是同时提出的。从前述可以看到，

习近平总书记也是将两者放在一起讲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赶考问

题讲的较多，“赶考对”成了热门话题。70
多年前，毛泽东和周恩来“赶考对”的大

背景，是中共中央正在筹建新中国。筹建

新中国主要是通过两个会进行的，即 1948
年 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史称九月会

议） 和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中央在

九月会议上决定从 1946年 7月算起的大约 5
年左右时间，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立即

进行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消灭国民党的

主要军事力量；邀请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到

解放区共商国是，准备于 1949年内召开新

政协，成立新中国临时中央政府，取代国

民党反动政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作主题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全会

着重讨论了四个问题：一是关于党的工作

重心实行由乡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要求

全党学会管理城市，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

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二是关于经济政

策，明确建国后有五种经济成分，对待不

同经济成分采取不同政策。三是关于在全

国解决土地问题后的两种基本矛盾问题

（即国内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

外的为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四是

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醒全党要警惕

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警惕

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务必

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

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次全会对筹建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基

本安排就绪。会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

构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在出发作准备时，

毛泽东对周围同志说：我们就要进北平

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

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

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

实现共产主义。3月 23日启程进京，毛主

席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

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

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

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

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

来。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

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

段对话，现在称“赶考对”。

“赶考对”显然是回应“甲申对”的。

从“甲申对”到“窑洞对”，再到“赶考

对”，讨论的问题是一个，以李自成农民军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典型“周

期率”为史镜，共产党绝不能再重蹈覆

辙，成为 20世纪的李自成。有没有这种可

能性呢？不能说没有。不仅黄炎培担心，

其他人也在担心。1948年 12月，辽沈战役

已结束，淮海、平津两大战役大局已定，

中国革命胜利在即。刘少奇对马列学院第

一班学员讲：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

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

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

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

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

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

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

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

一些。他还指出：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

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

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刘少

奇非常尖锐讲的这个问题，在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上讨论了。毛主席讲的“两个务

必”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

说，“两个务必”也是回答三次“重要对

谈”所提出的问题的。

三次“重要对谈”和“两个务必”思

想，虽然是 70多年前的往事，但具有永不

过时的警示和启迪意义。腐败亡党亡国，

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

律。凡被推翻的政权，无不是腐败使民心

丧失殆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许多政

党由盛而衰，腐败是致命之根。共产党会

不会重蹈覆辙，成为李自成呢？这始终需

要我们党高度警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实际上就是在新时代条件下来回答

三次“重要对谈”提出的问题。怎样防治

腐败？至少有四点：一是始终不渝地坚持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炼就共产党人的

“金刚不坏之身”；二是始终不渝地坚持

“两个务必”思想，牢记骄躁非败即挫，诚

恐戒惧永不松懈；三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走

民主新路，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

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

政治局面”；四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反腐败斗

争，不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

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使干部清

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成为有口皆碑的

常态。

（采访组成员：储 峰 陈 思 李军辉

尹晓徽）


